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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中医回忆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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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忆录反映了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生活状况, 同时也

有着回忆者内心情感的流露, 是一种珍贵的史学资料。 时至今日, 民国时期

成长起来的老中医多已辞世, 但他们留存下来的回忆录勾勒了民国时期中医

多元的习医、 开业和行医的历史状貌, 展现了特定时代下中医的执业状态与

复杂心境, 折射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国中医业丰富多样的历史面相。 老中

医回忆录的独特价值在于不仅可以大大丰富学界对中国近代医疗史的认知,
而且有助于我们走近老中医的内心世界, 捕捉其在时代变迁下的心路历程,
构建属于老中医的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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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中西医群体的研

究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 相关研究讨论了中西医群体的构成、 行医、 收入、
业余生活以及内心情感世界诸多方面, 大大拓展了人们对民国时期中西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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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 ‘中医’ 的形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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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 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不俗成绩, 但仍然有不小空间尚待开掘。① 譬

如, 就中医群体而言, 学界对中医习医和开业状况依然缺乏专题讨论。 此种

情形与现有研究多利用医集、 医刊或小说等史料, 而对中医回忆录缺乏足够

重视密切相关。 回忆录反映了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生活状况, 同时也有

着回忆者内心世界的情感流露, 是一种珍贵的史料。 自 1980 年起, 《山东中

医学院学报》② 即有计划地开始刊载由著名老中医亲自撰写、 口述或由其门

人子弟、 后人执笔的回忆文章。 此后, 著名老中医周凤梧、 张奇文和丛林先

生又及时将学报上刊载的近百位老中医的回忆性文字, 先后丛录于 《名老中

医之路》 (第 1 ~ 3 辑) 中, 分别于 1981 年、 1982 年和 1985 年出版。③ 中医

学界这样做的目的, 本在于总结老中医多年的治学经验。 不过, 由于这些

老中医皆成长于民国时期, 故而对当时中医习医和执业也有着角度各异的

生动回忆。 相关文字既展现了中医奋发上进的习医之路, 也是特定时代下

被打压和贬损的中医执业者艰难行医生涯的缩影, 折射出他们不甘现状、
竭力奋争而又无奈的复杂心境。 可惜的是, 一直到今天, 史学界对这些史

料都缺乏足够重视。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以老中医回忆录为中心, 管窥民国

时期中医多元的习医、 开业与行医的历史面貌, 透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

国中医行业的复杂面相, 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诸多老中医执业经历的挖掘,
弥补现有研究中细节呈现相对不足的缺憾, 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医疗

史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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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中西医群体的研究, 学界目前已有诸多代表性成果。 比如, 尹倩重点讨论

了民国时期中西医师群体的行医、 收入、 团体组织以及医疗纠纷的发生和解决等问题。
参见尹倩: 《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 (1912—1937): 以上海为讨论中心》,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再如, 何小莲详尽地讨论了近代上海医师的日常生活, 包括中

西医师的行医、 收入, 以及医师职业化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关系等。 在其著作最后一章,
还具体探讨了民国时期女西医的婚姻情感生活, 颇为精彩。 参见何小莲: 《近代上海医

生生活》,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年版。 关于民国时期中西医群体医疗纠纷的研究, 学界

也有了一些代表性成果。 参见龙伟: 《民国医事纠纷研究: 1927—1949》,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马金生: 《发现医病纠纷: 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6 年版。 关于民国时期中医开业的研究, 学界成果较少, 现有研究往往将关

注点放在中医为开业而采取的 “开业术” 上。 参见雷祥麟: 《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

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 李建民主编: 《生命与医疗》,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64 ~ 502 页。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于 1977 年创刊, 1996 年因学校改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 遂更名为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名老中医之路》 第 1 ~ 3 辑出版后, 现已重印十余次。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周凤梧、 张

奇文、 丛林、 柳少逸等人又出版了 《名老中医之路续编》 第 1 ~ 6 辑, 总体来看, 《名老

中医之路续编》 收录的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中医习医和执业的总结性文字。



一、 奋发有为的习医之路

家传、 师承与自学, 是古人习医的主要途径。 其中, 以师带徒的方式在

古代医学知识传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到了民国时期, 人们依然大

多通过这三种途径习医。 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 中医学校在这一时期已然出

现。 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 教学以学校教育为主、 师傅带徒弟为辅。② 囿于史

料的缺乏, 古人习医的心路历程, 今人已不易知晓。 不过, 很多老中医对在

民国时期求医的经历, 却有着生动回忆。 从其习医动机来看, 除了部分世医

之家, 立志学医的人早年命运往往比较坎坷———他们或是本人幼年多病, 或

是因亲人被医家所误而发愤学医, 抑或为了生计勉力而为。 无论如何, 早年

奋发学医的拼搏经历, 都是终生难忘的。
有一定的家学渊源自然是习医得天独厚的条件。 古代有很多世医家庭,

祖祖辈辈专攻某一科, 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③ 对出身于

世医家庭的初学者来说, 尽管能够随时得到父辈指教, 却并无捷径可走。 据

著名内经学专家凌耀星回忆, 她的父亲凌禹声是 “祖传十五世儒医, 早年在

青浦开业, 后迁至上海”, 医名显赫。 1936 年, 高中毕业后的凌耀星随父学

医, 启蒙书是清代著名医家汪昂纂辑的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虽有父亲的

悉心指点, 但凌耀星初读该书时还是感到困难重重, 对书中的内容只能囫囵

吞枣, “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④ 名中医彭履祥也出身于世医家庭, 其祖

父、 叔父、 舅父和岳父都是中医。 1929 年, 当彭履祥年满 20 岁立志习医

时, 家中的父辈多已凋零, “祖父、 叔父相继去世, 两年之间, 全家七口,
相继病死者五人”。 好在舅父徐立三依然健在, 嘱他认真研读医书十年,
而不必急于临证。 彭履祥先用了五年时间苦读 《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

杂病论》 《金匮要略》 等医学典籍, 后来又经过三年随师临证, 才开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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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廖育群、 傅芳、 郑金生: 《中国科学技术史: 医学卷》, 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4 页。
参见邓铁涛主编: 《中医近代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8 ~ 217 页; 许

霞、 朱建平: 《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对现代中医教育的启示》, 《安
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第 87 ~ 89 页。
参见邱仲麟: 《儒医、 世医与庸医: 明代典籍中对于医者的评论》, 中国明代研究学会主

编: 《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 台湾乐学书局 2002 年版, 第 1 ~ 29 页。
参见凌耀星: 《教学 〈内经〉 的体会》,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87 页。



医。① 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子弟尚且如此, 一般人学医所要付出的努力也便

可想而知。
在家传之外, 师承是民国时期习医的另一重要途径。 师傅授徒, 主要有

两种方式。 一种是老师传授以 《汤头歌诀》 《药性赋》 《濒湖脉学》 《医学

三字经》 (所谓传统中医 “四小经典”) 为代表的医学入门读物, 在此基础

上, 偏重于向学生传授行医经验。 这种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能力, 而对

理论素养有所忽视。 习医者尽管很快便能行医问诊, 但由于理论功底薄弱,
医术发展往往受限。 另一种方式则正好相反, 授业师在启蒙阶段以 《黄帝内

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所谓传统中医 “四大经典”)
入手。 虽然入门不易, 在开始习医时不以临床实践为主, 但培养出来的学生

基础牢固, 理论素养高, 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总体而言, 民国时期较为系统

地完成从 “四小经典” 到 “四大经典” 学习的中医, 并不多见。
拜名医为师是每一位习医者的梦想。 不过, 由于诊务繁忙, 名医悉心指

导学生的时间相对有限。 在每天的门诊、 出诊之后, 名医已精疲神乏, 再想

传道授业 “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② 为了学有所得, 学生便要善于寻找

“时机” 向名医求教。 有心的学生会主动为名医抄写药方, 仔细揣摩病人病

因、 病症以及医书和药方的内在联系。 很多老中医对此有着生动回忆。 朱良

春年少时拜孟河名医马惠卿为师, 朝夕诵读医经却无法理解其要义, 心中颇

以为苦。 后来跟随马先生抄方一年, 随机求教, 收获颇丰。③ 再如龚志贤早

年在重庆习医时, 也专门为名医吴櫂仙抄方, 受益良多。④ 同样, 何任早年

在上海习医期间, 也是选择到熟悉的名医处抄写药方, 夜以继日, “几乎放

弃一切休息”。⑤

在传统的以师带徒之外, 进入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在民国时期的部分大中

城市亦成为一种新颖的习医方式。 受到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影响, 中医专科学

校在系统教授传统中医知识的同时, 也重视西医知识的讲授。 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 何任到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 所学的课程已是中西医学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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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履祥: 《学无捷境 贵在有心———如何学习中医之我见》,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09 ~ 110 页。
参见龚志贤: 《学医关键是在青年时代》,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

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24 页。
参见朱良春: 《刻苦勤奋　 自强不息》,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79 页。
参见龚志贤: 《学医关键是在青年时代》,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

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24 页。
参见何任: 《医林四十年》,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28 页。



“一年级是医经、 医史通论、 中药、 方剂、 国文等课程; 二年级是医经、 中

药、 方剂、 国文、 伤寒杂病、 温热病等等; 三、 四年级是伤寒杂病论、 温热

时病、 医化学、 药化学、 生理、 解剖以及中西医各门临床课程。” 在医学院

授课的教师都是当时在上海滩响当当的中西医师, 所用的教材则由主讲教师

自己编写, 或铅印, 或油印。① 慕名而来的莘莘学子, 从中不难体味时代的

发展和学术思潮的变迁。
在中医专科学校培养之外,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遥从受业, 即 “函授教

学”。 这种培养形式的出现, 对那些自学而不得要领的习医者来说, 无疑有

着莫大的助益。 姜春华在青年时期自学中医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明确的学习

计划和方法, 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一度异常苦恼。 后来, 当他得悉上海著名

中医陆渊雷招收函授弟子, 即报名求学。 陆渊雷是近代著名的中西医汇通派

的代表, 他的授课明显带有中西医结合的特征。 据姜春华回忆, “第一学年

《伤寒》 为主, 《药物学》、 《内经》 中的阴阳五行、 脏腑部分与西医解剖、
生理、 细菌学同时并进; 第二年是 《金匮》 为主, 辅以 《内经》 中六气、
七情、 诊断, 结合西医病理学”。 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 姜春华打下了扎实

的医理基础, 同时坚定了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决心。②

到药铺做学徒, 也是随师习医的一种方式。 现有研究对此的揭示还很不

够, 一些老中医的回忆为后人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1918—1920 年, 在江

西九江市的赵恒兴药店中, 李聪甫度过了三年的学徒时光。 三年之中, 药店

只管饭食, 没有薪俸。 年节没有假期, 死亡与药店无涉。 扫地、 挑水、 抹柜

台、 擦灯罩、 灌水壶、 擦烟袋、 碾药、 晒药、 检药, 以及一早一晚拆、 上门

板, 是学徒每天必备的功课。 学徒生涯虽然辛苦, 但李聪甫学会了识药和制

药, 同时还由浅入深、 比较系统地学习了 《药性赋》 《药性解》 《本草备要》
《汤头歌诀》 《医方集解》 《濒湖脉学》 《诊宗三昧》 《金匮心典》 《伤寒明理

论》 《士材三书》 《医宗必读》 《医门法律》 等医学典籍。 三年期满后, 李

聪甫又到黄梅石福生药店帮工, 并跟着店主、 当地名医石椿山临证。 经过三

年 “帮工不领薪水, 从师不缴学费” 的 “渡师” 学医, 李聪甫终于在黄梅

县独立开业行医。③

正所谓 “穷不学医, 富不学道”。 拜师学医, 自然少不了束脩之资。 关

·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参见何任: 《医林四十年》,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27 ~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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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1 页。
参见李聪甫: 《业精于勤 荒于嬉———医林跬步之回顾》,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85 ~ 89 页。



于民国时期中医习医的费用问题, 学界的研究尚付阙如。 老中医们的回忆性

文字表明, 追随名医学习, 学费是一项不小开支。 湖南汨罗人刘炳凡早年曾

拟拜当地一位著名老中医为师, 不想对方以金元时期李东垣向著名医家张元

素学医不惜花费千两银子的故事为例, 要求刘家出资 400 块大洋, 方可收

徒。 然而, 刘炳凡出身于篾匠之家, 其全家一年即使不吃不穿, 也拿不出这

么多钱。 最后, 刘炳凡只得另投他师。① 无独有偶, 陈耀堂拜上海名医丁甘

仁为师, 尽管陈父与丁甘仁有着数面之缘, 但陈耀堂仍然要以 200 块银元为

弟子礼。② 学费充裕, 老师对学生自然青眼有加。 但若学费不足, 习医者则

会大受影响。 针灸学名家彭静山年轻时曾在辽宁开原向唐云阁学习针灸, 当

开始 “取穴” 阶段的学习时, 唐云阁按学费多寡进行分班。 彭静山仅交了 5
块银元, 只能被分在丙班。 全身 360 个穴位, 唐云阁只教了 70 个。 由于无

力续缴学费, 彭静山的针灸学习被迫中途作罢。③

可以想见, 追随名医学医所要付出的不菲学费, 肯定会使不少人习医梦

碎。 不过, 一些习医者在命运的照护下也可能会 “柳暗花明”。 刘炳凡投师

碰壁后, 经人介绍转投静乐庵的柳缙庭先生习医。 柳缙庭是一介落魄书生,
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医家。 看到刘家家贫, 柳缙庭只要求立一张 “投师

字”。 这张投师字非常奇特, 除了立字双方与证人的签名及一般的客套话,
仅仅写有一个 “诚” 字。 这个 “诚” 字包含了三方面的要求: 一是对师道

要诚, 二是对学问要诚, 三是对老师要诚。 拜师学医便要一生以医为业, 不

得见异思迁。 平时遇有疑惑, 要虚心求解, 不可不懂装懂。 业师年老体衰

后, 弟子要朝夕服侍, 死后代为营葬, 并立碑为记。 柳缙庭立投师字招徒,
颇具古风, 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后来, 缙庭先生仙逝, 刘炳凡代为营葬, 忠

实地履行了这个 “诚” 字。④ 刘炳凡以 “诚” 字投师柳缙庭的故事, 可谓中

国近代医疗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民国时期更为多元的习

医面相。
自学中医是民国时期习医的另一途径。 古语有云: “秀才学医, 罩里捉

鸡。” 对具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古代读书人而言, 自学中医并非难事。 随

着医学知识社会化的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 凭借一定文化水平, 通过熟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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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汤头歌诀而悬壶行医者已很常见。① 不过, 对并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

来说, 想自学中医则要困难许多。 若再没有良师益友的指点, 更会难上加

难, 这种情形往往出现在农村地区。 因叔父被庸医误药治死而立志学医的李

克绍在回忆自学中医时曾坦言, 当时他生活的山东牟平农村不用说名医, 就

连普通医生都是凤毛麟角。 尽管对医学知识有着极度渴望, 但在 “既无名

师, 也无益友” 的农村环境中, 做过小学教员的李克绍只能四处搜罗医书

“蒙头苦学”, 自行探索。② 青灯黄卷之下、 满腹疑惑之时, 形影相吊, 最是

孤寂! 1925 年, 正在认真备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河北省滦县小学教员岳美

中, 由于过度劳累吐血病倒。 医院诊断其肺病已深, 短期内恐难康复。 岳美

中不仅考学无望, 还不得不辞去教员职位, 这让他顿时觉得 “前路漆黑, 大

难将临, 几无生趣”。 并不甘心人生就此暗淡的岳美中, 在辗转病榻之际,
忽然萌生了自学中医、 在煌煌医典中寻求医治肺病良方的念头。 于是, 他先

后买来 《衷中参西录》 《汤头歌诀》 《药性赋》 《伤寒论》 诸书, “边读边试

着吃药”。 由于缺乏良师请益, 他只能自己探求摸索。 为了体察药性, 岳美

中不惜以身试药。 有一次, 他服用石膏过量, 腹泻不止, 几天都起不了床。
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 岳美中后来治愈了自己的肺病, 坚定了学医的信心,
终成一代国医大家。③

“十年读书, 十年临证”, 这是古代社会对习医者的理想要求。 十年的

基础理论学习, 再加上十年临证学习, 习医者要经过二十年时间才可以出

师。 然而, 现实生活的压力使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 在农村地区, 由于缺医

少药, 习医者从学医到执业的时间要更短一些, 特别是自学者。 岳美中自学

三年, 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业行医。 但在城市, 随师习医的话, 出师时间则

要长很多。 从老中医回忆录来看, 城市中习医六七年出师的比较普遍。 如陈

耀堂随丁甘仁学医, 前后六年才算出师。④ 彭履祥五年读书、 三年临证, 前

后用时八年, 是时间最长的。 这也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中医习医的大致年限

提供了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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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益艰辛的开业之途

在中国古代社会, 由于政府对行医活动缺乏监管, 一名习医者只要被认

为或自认为已经 “学有所成”, 便可悬壶济世。 到了晚清时期, 政府部门开

始认识到, 为保障国民身体健康, 医家开业应考取相应资格。 自北洋政府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政府有关行医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从而给中医的行医活

动带来深刻影响。① 不过, 由于民国时期独特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北洋政府

还是南京国民政府, 都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有效甄训与评核医生。② 换言

之, 民国时期依然有不少中医未经政府考核便直接行医。 而对一名即将跻身

医界、 一显身手的中医来说, 如何顺利开业也成为关系其谋生与执业发展的

头等大事。
相对来说, 出身于世医家庭的年轻中医在当地开业要顺风顺水许多。 陈

源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陈源生的叔祖父陈济普以内科、 妇科和喉科见

长, 自晚清以来便在今重庆铜梁一带行医, 数十年下来颇有声誉。 自 1920
年起, 依靠家学成材的陈源生开始在铜梁、 凉水、 侣俸等地行医, “假先辈

声誉, 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 在祖辈和父辈声誉的荫庇下, 陈源生

很快就在铜梁一带站稳了脚跟。③ 像陈源生这样开业顺风顺水的中医, 在民

国时期实不多见。
在大城市之中, 家境宽裕的中医在开业伊始便可开设诊所, 从此自立门

户。 但是对多数出身贫寒的医师来说, 一开业便有独立诊所是可望而不可即

的。 不过, 也有一些医师在 “贵人” 的扶助之下, 在开业伊始便实现了这

一梦想。 譬如, 要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顺利开业, 便少不了一些有身份的头

面人物帮忙———一篇专门揭露民国时期上海行医 “法门” 的文章, 将之形

象地概括为 “拜老头子”。④ 名中医陈苏生早年在上海的开业经历, 似可为

此提供一个鲜明注脚。 20 世纪 30 年代, 当陈苏生因家乡诊务萧条不得不从

常州转到上海谋生时, 很幸运地获得了沪上名医钟符卿老先生的青睐。 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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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主动收陈苏生为门生, 并督促他 “向上海市卫生局考试开业”。 在陈苏生

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后, 钟符卿不仅斥资为他开业行医, 还请文化界名流章

太炎为其诊所写招牌并登报介绍, 更将自己的病人亲友介绍给他, 以 “扩大

营业面”。 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和钟符卿的鼎力支持, 几年后陈苏生终于在

上海站稳了脚跟。①

在城市中若开不起诊所, 到慈善医院义诊或在药铺 “坐堂”, 便成为中

医最为普遍的开业方式。 成长于民国时期的老中医, 多数都有在慈善医院义

诊的经历。 比如, 在竞争激烈的上海, 开业行医着实不易。 据沈仲圭回忆,
鼎鼎大名的陆渊雷在行医伊始是善堂医生, 名噪上海的章次公起先也是红十

字会医院的医生。 他们都是在取得了底层民众的信任之后, 才自立门户、 独

立行医的。② 1930 年, 21 岁的彭静山因乏资开办诊所, 只能到沈阳有着金

匾高楼的大药房坐堂行医。 这边医师诊脉开方, 那边病人按方取药。 坐堂医

生和药房双方密切合作, 互惠互利。 彭静山在一家字号为 “积盛和” 的大

药房坐堂,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一直到全国解放。③

如前所述, 要想在大中城市开业顺利, 还可以借助一些 “开业术”。 在

上海、 武汉、 南京和常熟等地, 一些开业医师会多方结交达官显贵、 社会名

流或者结好饭馆和澡堂中的堂倌、 伙计来为自己扬名。 更有一些开业医师乘

坐车辆南门进、 东门出, 故意营造出一幅忙忙碌碌的景象, 让外人以为他医

术高超、 诊务繁忙。④ 对种种开业术, 许多品行端方的老中医颇为不齿。 彭

静山在准备开业之际, 他的恩师马英麟先生便曾郑重地告诫他, 对待病人一

定要心诚, 绝对不要学那些哗众取宠的开业术。⑤ 不过, 中医要想开业顺

利, 却也需要做好 “门面功夫”。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的紧密联系, 故

而书法好的医师会大受病家青睐。 行医开业脉案要写得漂亮, “字好文佳,
才容易取得病家信仰”。 姜春华在准备行医时, 他的好友谢诵穆便强调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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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开业的重要性, 并为姜春华推荐了四家医案。 在精心钻研了这些医案

后, 姜春华发现对行医果然大有益处。① 可见, 民国时期的中医师能否写得

一手好脉案, 往往被视为判断医术高低的一项硬指标。 明乎此, 我们才会豁

然开悟, 为何民国时期的一些西医师格外强调在用英文书写诊断书时一定要

清楚、 工整, 否则便很容易受到病家怀疑, 进而引起医疗诉讼。② 医疗文化

传统对近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影响之大, 于此可见一斑。
如若没有父辈和贵人的荫庇、 扶持, 初出茅庐的开业医师要想打开局

面, 在耐得住业务冷清的同时, 还要更多地体恤病人。 1919 年, 王渭川在

江苏丹徒开业, 由于资历尚浅, 设诊之初门可罗雀。 其母为打消他对前途的

顾虑, 安慰他家中绣货生意还可支撑几年, 不必忧虑家计。 后来, 王渭川的

授业恩师何叶香偶然患病, 嘱渭川代为门诊。 借助何叶香的声誉, 在接下来

的三个月中, 王渭川的 “个人业务日渐有起色”。 难能可贵的是, 若有医治

不好的病, 王渭川还主动邀请恩师袁桂生会诊, 于是治愈者甚众。 此外, 一

般人邀请王渭川治病, 王亦不坐藤轿, 为病人省却了钱财。 很快, 王渭川

“声誉鹊起, 一时极车水马龙之盛”。③ 1918 年, 20 岁的魏长春在宁波慈溪

开业, 因为年轻, 同样不为人信服, “来诊人数甚少”。 后来, 魏长春被当

地卫生堂药店店主冯少农聘请, 在药店为农工义诊, 逐渐赢得了病家的认

可。 再加上魏长春 “不计较诊费”, 常 “步行出诊, 谦逊负责”, 几年之后,
终于在当地 “取得了声誉”。④

对开业医师而言, 一两次 “可遇而不可求” 的完美治愈经历, 可使其

声名鹊起。 1928 年春, 岳美中 “学东”⑤ 的亲戚患血崩, 想邀岳诊视。 起

初, 岳美中并不敢应允, 后经不住学东恳求, 遂勉强答应前往。 几剂药后,
病人 “竟见平复”。 当病人家属坐车前来答谢岳美中时, 在村中立即引起轰

动。 与此同时, 岳美中还治好了邻村一位突然发疯、 久治不愈的小木匠,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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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师的住宿和一日三餐。 病中的岳美中, 为了养家糊口只得托朋友做了村塾, 一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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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当地人 “传为神奇”。 自那以后, 请岳美中看病的人越来越多。① 再如

李聪甫在湖北黄梅开业之初, 也只能给左邻右舍、 亲戚朋友治些头疼脑热的

小毛病。 尽管积累了不少经验, 但是业务并不多。 直到有一次, 李聪甫的一

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患了中风, 半身不遂且口眼歪斜, 病家请了当地有名

望的老中医诊疗后依然无效, 一个月后病入膏肓。 已为病人准备衣棺的家属

并不甘心, 在 “死马且当活马医” 的心理驱使下, 邀请刚刚开业的李聪甫

前去诊治。 李聪甫认为这是一个独临重症的好机会, 便硬着头皮前往。 在认

真诊断之后, 他提出用 “地黄饮子” 加减施治。 两个月后, 病人奇迹般恢

复如常。 此事引发轰动, 原本不被看好的小郎中李聪甫, 此后 “登门求治

者, 络绎不绝”。② 岳美中、 李聪甫的经历说明他们既有着较高的医术, 同

时也得到了时运的眷顾。
总体来看, 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经考试获取行医资格

然后挂牌行医, 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在推行考试医生的地区, 要求还是比较

严格的。③ 抗日战争期间, 即使在日本人统治的地区, 也是如此。 据老中医

周凤梧回忆, 1940 年秋, 济南市警察局 “布告考试中医, 经参加初复两试

及格, 领取执照后”, 方可开业行医。 周凤梧就是考试合格后才在寓所行医

的, 后来他又在济南永安堂药店挂牌行医。④ 另据关幼波回忆, 1941 年, 共

有 500 人参加北平市伪政府卫生局组织的中医师资格考试, 合格者仅有 40
多人。 在获得中医师合格证书后, 还要在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 考试

合格后才可正式行医。⑤ 综上可见, 民国时期的中医要想获得行医资格, 已

是越来越不容易。

三、 困顿、 坚忍的行医生涯

在近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激荡下, 中医曾经数次面临被政府取缔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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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中医的社会地位一度岌岌可危。① 老中医们对民国时期的行医生涯充满

了苦涩的回忆, 笔下不乏愤激与伤感的文字, 纷纷指向了糟糕的行医环境,
以及在这一环境中各种不得已的因应行为。 尽管关于民国时期中医的行医活

动, 目前已有一定成果, 但老中医的回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细节

呈现不足的缺憾。
在老中医的回忆中, 最让他们感到义愤填膺的莫过于南京国民政府希图

取缔中医。 1929 年,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西医余云

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此议案如果实施, 将使数以万计的中医失去生

计, 自然引发了中医界的强烈抗议。 对此, 很多关于近代医学史的著作都有

详细记述。② 但是, 对地区性的局部抗议活动, 特别是这一事件对中医的内

心世界造成了哪些冲击, 现有成果揭示得还很不够, 一些老中医的回忆录恰

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据董廷瑶回忆, 当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的消息传到浙东

地区后, 群情激愤。 宁波中医界迅速推选董廷瑶、 吴涵秋和王宇高三人为代

表,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决定, 派遣代表团

赴南京抗议。 在中医药界的顽强抗争下, 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该议案。 尽

管废止中医案被取消, 但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深深刺激了董廷瑶。 自此

以后, 他白天行医, 晚上刻苦攻读医典, 奋发图强, “以免中医事业之消

亡”, 从而成为 “中华民族之罪人”。③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下, 除了大城市的少数名中医, 多数中医业务清

淡、 生活困顿。 在摩登的大上海, 大多数中医门庭冷落, 时常要 “为柴米油

盐操心”。 沈仲圭的老友张汝伟自设诊所, 但并无病人上门, 不得不依靠其

子女的资助过活。 《神州国医学报》 的编辑吴去疾则因业务萧条, 抑郁而

终。④ 在其他城市, 情况也是如此。 1932 年, 在重庆针灸讲习所学有所成的

龚志贤和同学唐世丞、 曾义宇在重庆正阳街开设了一间针灸科学研究所。 本

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三人, 在现实面前迅速败下阵来。 由于业务惨淡, 研究所

很快歇业。 此后, 龚志贤又到中医张乐天的国粹医馆行医, 结果也因为 “没
有什么业务”, “干两年就离开了”。 直到 1935 年, 龚志贤才在重庆名医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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櫂仙开办的、 荟萃诸多名医的国医药馆谋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① 医务生

涯的惨淡造成了生活的不易, 同时也导致民国时期中医之间相互倾轧的现象

非常突出, “为了争饭碗, 打击别人, 提高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② 新中国

成立前, 已在沈阳行医二十多年的彭静山颇为感慨地回忆称, 就算在同一条

街执业, 中医们也彼此不相往来。 即便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 也只是杯酒畅

叙、 品茗谈天, 而 “不讲医道, 不交流经验”。 在行医过程中如遇见重症,
被邀医师本应约请同行会诊, 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原因便在于 “怕丢面子,
被人瞧不起”, 以及唯恐 “利润被别人分去了”。③

同行之间互相倾轧自然不利于医界团结, 也不利于中医们相互切磋医

学技能。 不过对虚心好学的中医来说, 并不存在这方面的障碍。 例如, 坐

堂先生虽然开不起诊所, 却有着一些学习上的便利。 由于病人需要到药房

抓药, 坐堂先生也就有了检阅其他医师所开药方的机会。 老中医金寿山在

上海当坐堂医生时便是如此。 他几乎每张药方都看, 并且认真揣摩, “偷”
学到许多本领。 当时上海一位著名妇科名家的方子, 便是金寿山认真钻研

的重点。 这位名家的每张药方都会开列二十几种药味, “看起来似乎杂乱

无章”。 看得多了, 金寿山渐渐看出门道来, “对某一种病症, 某几味药一

定用; 对另一种病症, 某几味药又一定用”。 原来这位妇科名家也生怕别人

把他的看家药味偷去, 故意摆下一个 “迷魂阵”。 药物虽开列很多, 但 “主
要药物, 不过几味”。④ 再如龚志贤早年在四川行医时, 曾认识一位民间草

医。 该草医善于用外洗药治疗皮肤湿疹, 百试百效, 但他非常保守, 凡是来

求治的病人, 只给药不给处方, 还总是将药切成细末混杂在一起交与病家。
龚志贤多次向草医虚心请教, 均遭到拒绝, 但他一如既往地尊重这位草医,
在必要时还会给草医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草医终为龚志贤的真诚打动, “公
开了秘方”。⑤

在城市行医不容易, 在农村行医更是艰难。 陈苏生在上海学有所成, 返

回常州故里行医, 发现求诊的人很少, 而且经常发生因贫困而自动停诊、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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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事情。 短暂的乡下行医生涯颇为惨淡, 用陈苏生的话说, 即 “疗效成

绩, 几等于零, 医务收入, 亦几等于零”。 无奈之下, 他不得不背井离乡,
再次到上海谋生。① 可见, 村民的经济收入很难支撑起医师的基本生活。 于

是, 在乡村间 “巡回施诊” 便成了一些中医的必然选择。 龚志贤曾和其长

兄以及业师李寿昌共同组织 “三友医社”, 在四川巴县 (今重庆市巴南区)
的五布、 姜家和二圣三个乡行医。 每月的一、 四、 七日到二圣乡赶场应诊,
二、 五、 八日到姜家乡, 三、 六、 九日在东温泉社区。 从 “三友医社” 本

社往返二圣乡、 姜家乡, 步行皆有五十余里, 往来奔波颇为辛苦, 但由于能

治好一些病人且有着一定的收入, 医社成员也倍感欣慰。② 同样, 1934 年,
贺本绪结束了在山西乡下的教书生涯, 专门从事医务, 在晋中农村往来施

诊, 所经之地都留下其姓名行址。 由于贺本绪是本地人, 诊病施药不说假

话、 不计报酬, 和一般的走方郎中大有不同, 故而在山西农村颇有医名。③

民国时期医生治病选用贵药的情况并不少见, 病人家属也很认可。 在江

南地区, 医家自明清时期起即有用人参等名贵大补之药的传统。④ 到了民国

时期, 这一传统依然在延续。 据沈六吉回忆, 在嘉定地区每当有脑脊髓膜炎

流行时, 医家动辄用犀角、 羚羊, 一剂数十元, 并不为奇。 尽管药资昂贵,
疗效也并不好, 贵药却很受病家的欢迎。 一个中等之家, 很可能便因买药医

病而败落。⑤ 即便有的医师秉持 “医者仁心”, 不随俗俯仰, 也会遭到排斥。
刘炳凡的恩师柳缙庭医术高超, “辨证论治相当准确, 处方用药法度甚严”,
但是他出门不讲排场 (没有车马), 看病也不需要招待, 诊费便宜, 药费也

轻, 豪门大户都嫌他 “人穷药贱”, 万不得已, 并不大请他。 柳、 刘师徒二

人只能经常在汨罗县的小吴门、 流水沟、 大西门墙弯子一带为穷苦人家看

病。⑥ 二人虽然粗茶淡饭, 倒也恬淡自守、 怡然自得。
20 世纪 30—40 年代是中国医患纠纷频发、 多发的时期之一。 为了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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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麻烦, 多数医家在行医过程中格外谨慎。① 沪上名医丁甘仁以自身经历告

诫陈耀堂, 治病开药一定要 “以稳为主”, 不宜用 “猛攻之剂”, “以免万一

病人不幸死亡, 引起法律纠纷”。 一旦发生了纠纷, 不但有损医家声名, 而

且会被人讹去钱财。 陈耀堂在追随丁甘仁学医的过程中发现, 由于与病人发

生过医疗纠纷, 丁甘仁此后开方用药便务求 “四平八稳”。② 同是在这一时

期, 沈六吉在嘉定行医遇到一位患臀痈的苏北逃荒女孩。 病人病势沉重,
只能在家人搀扶下蹒跚而行。 沈六吉询问为何不请专家治疗, 女孩父亲嗫

嚅良久, 方道出原委。 原来此前已请几位有名气的老先生看过, 但都 “惧
万一出事, 便多麻烦”, 因此不愿医治。 沈六吉见病人若不及时救治将有

性命之忧, 便在向女孩的父亲说明情形后, 果断为病人开刀, 救了女孩一

命。③ 如果在行医过程中不善于自保, 便很容易给自身声誉带来不利影响。
江育仁曾忆及自己早年治疗小儿科的经历, 坦言在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时,
“常常胸中无数, 笔下又欠推敲”, 因此发生过多次医疗纠纷, “声名一时

骤降”。④

为病人医好了病, 自然会得到病人家属感恩和爱戴。 为医家送匾额是明

清以迄民国时期病家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⑤ 名中医关幼波曾忆及其父关月

波治愈一胡姓病人后, 胡某赠送金匾一幅。 金匾上书有八个大字, 两行排

列, “儒达乃儒, 医明是医”。 八个大字回环成诵, 横竖可读, 自此成了关

幼波行医的座右铭。⑥ 此外, 个别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给医家的赠礼极其丰

厚。 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 《我的行医生涯》 中写到, 名医薛文元曾长期为

盛宣怀夫人庄氏治病, 庄氏病逝前, 遗赠薛文元位于今上海凤阳路的洋房一

栋; 陆士谔为某颜料巨商夫人治病, 后者也遗赠陆房子一处; 陈存仁为罗友

兰诊病, 获赠位于今上海南京西路、 铜仁路间的上好空地一处, 可用于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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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① 当然, 民国时期有此好运的中医实是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 民国时

期的病家还会请医生吸烟 (包括鸦片烟)、 赌博以表谢意。 据老中医们回

忆, 这是很普遍、 “不足为奇” 的事。② 民国时期的中医不少染有吸毒和赌

博恶习, 可能也与此相关。 对此, 现有研究尚很少涉及。

四、 结语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独特的,
每一部回忆录的内容也都是个性化的。 老中医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
有人在大城市设馆行医衣食无忧, 有人自学苦读多半生服务于农村, 还有人

则要辗转多地谋求生计。 正是由于人生际遇的不同, 老中医们在回忆录中的

所思、 所想与所写也各有差别, 对民国时期的行医生涯也有着各有侧重的片

段性回忆与描写。 然而, 正是这些差异使我们能够更为多面地认知民国时期

那已消逝的医疗世界。 换言之, 借助这些片段性的回忆, 我们能够拼接出一

幅民国时期中医习医、 开业与行医的斑驳图景。 通过这幅拼图, 我们还可以

寻绎出同一个时代中医工作与生活的共性特征, 看到民国时期中医习医与执

业的一般性特点。
与明清时期相比, 民国时期中医的习医动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③ 但

是, 时代毕竟不同了, 民国时期的中医在习医上有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鲜明

特征。 首先, 从习医群体来看, 除了一部分中医出自世医家庭, 多数中医都

出自贫苦之家, 属于社会底层。 这与民国时期的上层精英越来越倾向于学习

西医, 以及在政府部门的打压下, 中医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密切相关。 其

次, 从习医途径来看, 在家传、 师承和自学之外,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专科学

校, 习医途径更加多元化, 医学教育的专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 从习

医的内容来看, 除了传统的中医知识, 民国时期一些专科学校或中西医汇通

派医家着意增加了西医的内容。 相关做法不仅影响了习医者对西医的态度,
而且推动着中西医汇通走向深入。

较之明清时期, 民国时期中医的行医同样有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新特

点。 比如, 明清时期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 为了防止发生医疗纠纷, 医家往

往择病而医。 到了民国时期, 在国家介入和中西医竞争的影响下, 医病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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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日益复杂化。 中医为了避免纠纷, 同样对病人谨慎因应, 不敢积极负

责。 这与西医形成鲜明对比。① 从行医规范来看, 明清时期只要简单熟记一

些汤头歌诀便能挂牌行医, 此类行为在民国时期逐渐被严厉禁止, 特别是在

大城市行医, 考取行医资格已成为必备条件, 医生的职业化进程被大大推

进。 此外, 民国时期政府对中医的影响, 还体现在其试图取缔中医上。 南京

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这种态度, 使中医师们命运多舛。 民国时期的中医不仅

要面对政府的压制, 而且要面对病人及其家属的不信任, 乃至同行的恶意中

伤。 正是这多重压力, 形塑了民国时期恶劣的中医执业环境。
今天, 当我们重新捧读这些老中医的回忆录时, 每每为他们在民国时期

恶劣的执业环境中的奋斗与坚守感动。 他们积极拼搏, 不甘平庸, 不愿墨守

成规, 也不想随波逐流, 但有时又无可奈何花落去。 多数中医为了生计, 不

得不四处奔波, 有的甚至穷困潦倒、 抑郁而终。 通过这些回忆性文字, 我们

触碰到的是那已然远去的历史世界中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近年来,
尽管学界有关中医群体的研究成果在日渐增多, 但不可否认, 大多数研究难

以触动我们的心弦。 这说明今人对民国时期行医环境缺乏了解, 同时也反映

出现有研究对 “人” 的关注还很不够。 一直以来, 我们很难走近民国时期

中医群体的内心世界, 更无从聆听其发自肺腑的声音。 时至今日, 民国时期

成长起来的老中医多已辞世, 但他们留存的回忆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

国时期中医习医、 开业和执业的诸多面相, 而且有助于多方面捕捉特定时代

背景下中医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 因此, 在未来的医疗史研究中, 我们或

许应该重点追溯并构建老中医的生命史, 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当然, 不能否认, 活到新中国成立并有资格留下回忆录的老中医毕竟

是少数。 他们的人生与行医生涯, 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 通

过他们的行医生涯, 我们仍然可以窥见民国时期中医习医与执业的丰富面

相, 发现诸多亟待深入挖掘的议题。 比如, 民国时期中医教材的编写、 药

店的学徒生活以及特定地域的医患关系等, 都是现有研究尚未重视的。 同

时, 病家在表达对医家的感谢上, 无论是赠送牌匾还是请吸鸦片烟等, 这

些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都尚未进入史家研究的视野。 凡此种种, 都需

要我们广泛挖掘史料进行专题研究, 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走

向深入。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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